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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揭示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给之后的研究提供理论模型参考的同时，为激发

我国公众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通过全国范围的 300 名随

机抽样样本，探讨主观规范、行为态度、风险感知、被害经历与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　主观

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行为态度，进而增强其风险感知能力，最终提升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

理意愿水平的链式中介模型成立；在“行为态度→食品安全治理意愿”“主观规范→食品安全治理意愿”与“主观规

范→风险感知”3 条路径的总效应中，各自间接效应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17. 5%、20. 0% 与 36. 7%；消费者遭受的食

品被害经历对“风险感知→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直接路径，以及两条间接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结论　本文

旨在科学化引导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破除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主体单一化困境，为实现食品安全领域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共治局面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模型参考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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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revealing the predictors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model for subsequent researchers and practical evidence for stimula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co -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norms， behavioral attitudes， risk perception，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and consumers’ 
willingness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through 300 random samples nationwid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jective norm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 consumers’ behavior and attitude towards food safety， and then enhanced 
their risk perception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In the total effect of “behavior attitude → food safety governance willingness”， “subjective norm → food 
safety governance willingness” and “subjective norm → risk perception”， the indirect effect accounted for 17. 5%， 20. 0% 
and 36. 7%， respectively.  The food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of consumer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direct path of “risk perception → food safety governance willingness” and two indirect mediation effect path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scientifically guide the public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break 
the dilemma of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of the single stakeholder， and provide practical theoretical mode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co-governance in food saf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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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我国农业、食品工业、行政管理等

多部门长久关切的社会热点领域，同时亦是一项事

关社会和谐与百姓福祉的恒常性议题。近年来，多

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无疑给公众对食品行业及相关

监管部门保障食品安全能力的信心造成一定冲

击［1］，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

1~9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9 442 人，同比上升 21. 7%，食品安全犯罪模式的网

络化、产业化、链条化趋势愈发明显［2］。作为食品安

全风险的终局承担者，消费者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

构成应然监管力量所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然而，

实际中由于参与渠道单一、制度不完善、维权成本

高等缺陷常致使消费者缺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

积极性与有效性［3］。基于此种社会背景，本文探索

影响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路径机制，科

学化引导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破除食品安

全风险治理的主体单一化困境，以期为实现食品安

全领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治局面提供切实可行

的理论模型参考与实践指导。

1　研究设计与方法

1. 1　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计划行为理论归

因模型

作为参与行为的主观决策环节，公众治理意愿

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各类实际治理活动的效果，因此

治理意愿也被诸多学科应用于自身实证研究的范

式之下［4-5］。本研究参考各领域关于治理意愿的定

义，同时结合“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概念界定［6］，将

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归纳为：在我国食品安全

法律关系下，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一种

主观心理倾向，具体包括“参加食品安全监督意愿”

“举报食品安全问题意愿”等表现形式。

计 划 行 为 理 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由 AJZEN 于 1991 年基于修正“理性行为理

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后提炼而成，是用来

描述风险治理（Risk governance）、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 和 个 人 风 险 预 防 （Personal risk 
prevention）之间关系的常用解释模型。计划行为理

论指出，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出于自愿，而

是 处 在 多 重 控 制 之 下 ，其 中 个 体 的 行 为 态 度

（Personal attitude）和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是

行为意图的决定性因素［7］。行为态度被定义为一种

心理倾向，是对目标行为所持的积极或消极评价程

度，对某种行为持积极评价的人通常会愿意执行该

行为［8］；主观规范是指主体在执行某项行为时所感

到的社会压力，这些外部压力通常来源于家人、朋

友、政府、法律等方面。在主观规范的约束下，行为

人会自发地以某种社会规范或多数人的意见为准

则，进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意图［9］。

从某种程度上讲，计划行为理论属于一种开放

性理论框架，它允许不同学科领域根据自身研究范

式与变量设置进行嵌入与扩展，值得注意的是，其

日渐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分析消费者食品选择意愿

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例如，MILTON 和

MULLAN［10］发现，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干预下，

个体患食源性疾病的概率会显著下降，特别是在食

品安全行为的预测路径中，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同

样是该理论框架下的显著外生变量；LOBB 等［11］指

出，受访者如果对食品安全事件关注度（行为态度）

较高，将会影响其风险感知并可能造成更大的心理

恐慌；ZHANG 等［12］证实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

的风险感知能力对其参与个人风险防范意愿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食品被害经历作为一项负

向刺激，具有较为明显的客观风险性特质，消费者

自身风险感知能力弱化（内在风险）与其食品被害

经历（外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前述的风险

叠加效应，最终作用于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

表达［13］。通过上述理论内容的梳理可知，基于计划

行为理论探索我国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影

响因素具备了较为充足的文献支撑。本研究所有

的研究假设路径（H1~H7）如下列图 1 所示。

1. 2　数据来源

出于增强调查数据样本代表性的考虑，本研究

通过互联网渠道随机有偿发放电子问卷的调查方

式来获取数据。需要说明的是，此种网络调查方式

为当下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即时性数据的一种常用

统计调查方法［14］，且已有学者将此种数据收集方式

图  1　研究假设路径示意图

Figure 1　The path diagram of research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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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的实证研究之中［15-16］。

1. 3　变量与测量

1. 3. 1　因变量：食品安全治理意愿

选取张淑红和田永胜［15］的消费者治理意愿量

表，对本研究中的食品安全治理意愿进行测量，共 4
道题目，选项采用 7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得分越高，

表明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越强烈。本研究中

该部分测量项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52。
1. 3. 2　自变量：主观规范

本研究选取 WU 等［17］使用的消费者主观规范

量表进行测量，共 4 道题目，采用 7 分 Likert 量表选

项，得分越高，表示消费者受到外界主观规范因素

的 影 响 越 大 。 本 研 究 中 该 部 分 测 量 项 目 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36。
1. 3. 3　中介变量 a：行为态度

本研究选取吴林海等［18］使用的食品消费者行

为态度量表进行测量，共 5 道题目，采用 7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得分越高，表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

注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项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54。
1. 3. 4　中介变量 b：风险感知

选取 WU 等［17］问卷中关于食品消费者风险感

知的量表题项进行测量，共 4 道题目，采用 7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得分越高，表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隐患的风险感知能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

项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32。
1. 3. 5　调节变量：食品被害经历

选取吴林海等［18］的消费者被害经历量表进行

测量，共 3 道题目，采用 7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得分

越高，表示消费者受到过往食品被害经历的影响越

大。本研究中该部分测量项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

为 0. 820。
1. 3. 6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以下 7 项人口学变量作为分析模

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收入

水平、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情感或婚姻状况。

1.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 0 与 Mplus 8. 0 软件对本研究所

有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

析 ，运 用 Johnson-Neyman 分 析 法 进 行 调 节 效 应

检 验，兼采用 Boostrap 参数估计法对效应值的置

信区 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进行分析。在结

构 方 程模型分析中，本研究使用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塔 克 刘 易 斯 指 数

（Tucker-Lewis Index，TLI）、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标准

化 均 方 根 残 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卡方 -自由度比值（χ2/df）作为判断

模型拟合度优劣的指标，依据统计学标准［19］，一般

认为 CFI 和 TLI 大于 0. 95，RMSEA 和 SRMR 小于

0. 06，χ2/df 小于 3 时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达到理

想水平。

2　研究结果

2. 1　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受访者遍布全国 28 个省份以及 3 个

直辖市，涉及 151 座城市，共计 310 人，最终回收问

卷 305 份，回复率为 98. 4%，其中有效问卷 300 份，

有效率为 98. 4%。有效样本中，年龄跨度为 20~60 岁，

男性 142 人，女性 158 人；户口类型方面，城镇户口

268 人，农村户口 32 人；工作方面，无固定工作 18 人，

有固定工作 282 人；月收入方面，3 000 元及以下 34 人，

3 000 元以上 5 000 元 41 人，5 000 元以上 225 人；

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上 45 人，初中 60 人，高中（含

中专）46 人，大学（含大专）130 人，研究生 19 人；情

感 状 况 方 面 ，无 稳 定 婚 姻 39 人 ，有 稳 定 婚 姻

261 人。

2. 2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主观规范、行为态度、

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治理意愿之间的链式中介效

应，分析结果详见图 2（均为标准化系数）。在控制

了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工作

状况、情感状况 7 项人口学变量后，各路径的标准

化系数均达到了显著性标准，因此可以认为外界主

观规范显著增加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

（β=0. 501，P<0. 001），进而促进消费者之于食品安

全隐患的风险感知能力提升（β=0. 285，P<0. 01），最

终 强 化 消 费 者 食 品 安 全 治 理 意 愿（β =0. 280，P<
0. 001）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综上，假设 H1、H2、
H3、H4、H5、H6 均得到支持。控制变量中，教育程

度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199，P<
0. 05），对行为态度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 154，
P<0. 05），即教育程度越低的受访者对食品安全的

关注度越低，同时也具有更低的风险感知能力。该

结 构 模 型 的 拟 合 度 指 标 均 达 到 理 想 标 准（CFI=
0. 977，TLI=0. 972，RMSEA=0. 029，SRMR=0. 042，
χ2/df=1. 255）。

为进一步修正因样本分布非正态与方差异质性

带来的系统误差［20］，特采用 Bootstrap 分析方法对模

型中存在的特定间接路径效应值与其置信区间进行

估计，重复抽样 2 000 次，本文将分析结果汇总于表

——1277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2 年第  34 卷第  6 期

1（均为标准化估计值）。可以看到，各特定间接效应

均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 0）。在“主观规范→治理

意愿”的总效应（β = 0. 642）中，“主观规范→行为态

度→治理意愿”间接路径的效应值（β = 0. 204）占比

31. 8%，“主观规范→风险感知→治理意愿”间接路

径的效应值（β = 0. 090）占比 14. 0%，“主观规范→
行为态度→风险感知→治理意愿”间接路径的效应

值（β = 0. 043）占比 6. 7%，总间接效应占比 20. 0%；

在“行为态度→治理意愿”的总效应（β = 0. 417）中，

间接效应（β = 0. 073）占比 17. 5%；在“主观规范→
风险感知”的总效应（β = 0. 497）中，“主观规范→行

为态度→风险感知”间接路径的效应值（β = 0. 161）
占比 32. 4%，总间接效应占比 36. 7%。

2. 2　调节效应分析

2. 2. 1　直接路径调节效应

本 文 通 过 SPSS 的 Process 3. 3 插 件（Model 
87），采用 Johnson——Neyman 分析法具体地观测了

“风险感知→食品安全治理意愿”路径效应值随着

调节变量取值改变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食品被

害经历对于“风险感知→食品安全治理意愿”路径

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食品被害经历与风险感

知 二 者 间 交 互 项 的 非 标 准 化 系 数 为 0. 119（P < 
0. 01），其 95%CI 范围是 0. 048~0. 189，置信区间不

包含 0，假设 H7 得到验证，调节变量作用下整体路

径模型的决定系数（R2）为 0. 314。图 3 为直接路径

的调节效应 J-N 分析结果，在 J-N 图中，直线代表在

调节变量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值，即斜率，直

线上下两条弯曲的虚线代表回归分析的 95%CI。

如图所示，下曲线所代表的 95%CI 下限在调节变量

取值为 3. 796 时 X 轴有交点，因此当食品被害经历

取值大于 3. 796 时，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完全显

著，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正向解释力随

消费者食品被害经历程度的提升而增加，食品被害

经历每提升 1 个单位，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治理意

愿的正向效应值随之增加 0. 119。

注：*P<0.05；**P<0.01；***P<0.001
图  2　链式中介标准化路径结果图

Figure 2　Standard distal mediation path result diagram
表  1　中介效果 bootstrap 分析表

Table 1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模型路径

总效应

行为态度→治理意愿

主观规范→治理意愿

主观规范→风险感知

特定间接效应

行为态度→风险感知→治理意愿

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治理意愿

主观规范→风险感知→治理意愿

主观规范→行为态度→风险感知

主观规范→行为态度→风险感知→治理意愿

标准化
效应值 β

0.417
0.642
0.497
0.073
0.204
0.090
0.161
0.043

标准误与 Z 值

S.E.

0.082
0.134
0.099
0.031
0.060
0.038
0.060
0.021

Z

5.096
4.787
5.006
2.341
3.387
2.367
2.676
2.093

Bootstrapping
偏误矫正  95% CI

下限

0.273
0.418
0.327
0.025
0.115
0.035
0.064
0.014

上限

0.598
0.914
0.723
0.154
0.360
0.192
0.299
0.101

95%CI

下限

0.260
0.436
0.329
0.021
0.110
0.027
0.064
0.013

上限

0.583
0.949
0.726
0.147
0.342
0.172
0.300
0.094

双尾
显著性

***
***
***

*
**
*

**
*

注：n=300；*P＜0.05；**P＜0.01；***P＜0.001；bootstrap 重复抽样 2 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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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间接路径调节效应

本研究对被调节的中介路径同样进行了 J-N 分

析，以便更加直观且完整地观测调节变量取值变化

对特定中介路径的影响。图 4 和图 5 分别表示在

食品被害经历的调节下，“主观规范→风险感知→
食品安全治理意愿”和“主观规范→行为态度→风

险感知→食品安全治理意愿”两条中介路径效应值

的变化趋势。图 4 显示，当食品被害经历取值大于

3. 874 时，其 95%CI 不包含 0，“主观规范→风险感

知→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正向中介效应值随食品

被害经历程度的提升而增加。图 5 显示，当食品被

害经历取值大于 3. 879 时，其 95%CI 不包含 0，“主

观规范→行为态度→风险感知→食品安全治理意

愿”链式中介的正向效应值食品被害经历程度的提

升而增加。

3　讨论

本文的结论首次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之于本

土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适用性，即高影

响力的主观规范、高食品安全关注度、高食品风险

感知能力均会显著提升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治理意

愿，食品被害经历对于特定路径具有显著强化机

制。这对于我国社会风险协同治理研究范式的科

学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共治体系的

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本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对于两项中介变量

以及因变量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因此，强化政府、

媒体、食品企业等外在主体之于消费者的主观规范

效能，对于提升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的治理意愿具

有重要源头性意义。政府部门应重视对相关法律

规制的普适性推广工作，同时应形成以街道、社区

为主的多元化宣传渠道，以此拓宽外界与消费者之

间的互动参与模式；媒体从业者应规范有关食品报

道的行业标准，形成对食品类信息传播之于消费者

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观意识，扭转流量导向认知，增

强食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及时性；食品企业可充

分利用短视频、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的媒体优势，

明示食品的生产与加工过程，同时向消费者公开自

身的监督实现方式，促使消费者便捷化地参与到食

品安全治理活动中。

其次，本研究证实了行为态度与风险感知两项

中介变量对于因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所以提升消

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与风险评估能力能

够为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意愿贡献一定价值。就消

费者自身而言，要形成在食品购买前有关添加剂、

保质期、生产规格等信息的核对意识，增强自我保

护观念的同时亦要熟知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的维

权途径与方式，以达到提升食品安全行为态度与风

险感知的目的。此外，政府部门应配套激励反馈机

制来增强消费者维护食品安全的主人翁身份认知，

图 3　直接路径的 J-N 调节效应图

Figure 3　J-N moderating effect on direct effect

图 4　特定间接路径的 J-N 调节效应图

Figure 4　J-N moderating effect on specific indirect effect

图 5　链式中介路径的 J-N 调节效应图

Figure 5　J-N moderating effect on distal mediating effect

——1279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2 年第  34 卷第  6 期

加大对于维权成功事件及积极结果的宣传力度，强

化消费者对于主动维权意识的模仿效应与价值

认同。

最后，本研究发现了食品被害经历之于计划行

为理论模型的显著调节机制，即消费者会因信息加

工过程中的被害事件记忆提取环节而产生认知重

评效应，增强对后续食品购买以及食用行为的谨慎

与敏感程度，此种主观心理效能遂得以在风险感知

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路径中体现。因

此，为强化消费者对待食品被害经历的重视度，食

品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务平台发布食品安全信息，

利用线上直播等形式同消费者建立食品被害事件

的即时反馈与交流模式，为消费者提供第一时间的

食品被害维权支撑。此外，相关部门还可以通过邀

请食品专家深入社区、学校等食品安全事件高发

地，定期举办食品安全讲座，增强消费者的自我防

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对被害经历的敏感性

与重视程度，最终达到强化外部社会防卫力量，降

低消费者自身脆弱性指标，提升公众参与治理活动

积极性与有效性的目标。

计划行为理论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尚处于

探索阶段，因此本研究亦期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对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建构进行系统性完善，在考虑

到多元化路径关系的同时，纳入“知觉行为控制”

“网络媒体的使用”等中介或调节变量，进一步分析

不同情境下的路径差异，优化食品安全治理意愿的

归因机制模型，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贡献

出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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